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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红”与“专”的问题是国家与专业人员关系的核

心问题，关乎国家治理模式与专业化进程。“又红又

专”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专业人

员的要求。“红”意味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专业人员

的政治方向与主导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专”

则不仅指专业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杨欣、肖育

苗，2019)，也指专业人员在工作中能发挥专业自主

性(林盼，2015)。专业人员应当具备“又红又专”的素

质。然而，社会工作者长期、整体呈现专业性不足的

状态(郑广怀、张若珊，2020)，由此引发政府和公众对

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质疑。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被

视为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落实国家

民生政策的专业人才，他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张和

清、廖其能，2020)；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较弱的专

业性广受诟病，所谓的专业服务无法与社区管理相

区别(曾守锤，2020)。可以说，“又红又专”的预期与

“半专业化”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反差。那么，在“半专

业化”的状态下，党和国家是否有可能通过政治引领

来克服专业性不足，进而提升服务效果？如何深入

理解社会工作者较弱的专业性与其被建构的政治性

的关联？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避免先入

为主地将专业性不足问题化，其次要基于国家与专

业人员关系的具体情境展开分析，并回到专业社会

学领域汲取理论资源。

专业自主性是专业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自主性

决定了专业性的强弱 (Freidson，1986；Evetts，2003，
2013)。一方面，专业人员追求专业自主性，以提升

工作表现及效果，推动专业化(Evetts，2013)。另一方

面，国家也会对专业自主性实施干预，促使专业人员

达到国家所期待的效果(Yee，2009)，在这一张力中，

执政者和专业人员可能达成妥协乃至合作。换言

之，执政者对专业人员政治性的界定具体表现为国

家对专业自主性的形塑，进而影响专业化进程和专

业的社会作用。受到德伯(Derber，1983)提出的价值

理念大众化(ideological proletarianization)概念和葛兰

西(Gramsci，1971)提出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的启

发，我们认为，需要充分考虑国家的领导权建构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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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主性和服务效果的影响，“红”与“专”之间可能

存在交换关系。专业人员可能以放弃意识形态自主

性为代价来换取技术自主性，执政者则可能对专业

人员进行价值理念大众化，强调政治引领对专业发

展和服务效果的作用。专业人员被价值理念大众化

的过程是国家领导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家塑造“又红又专”专业人员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问题来自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在

理论上，专业人员放弃意识形态自主性是否一定可

以获得技术自主性？在经验上，如果专业自主性是

影响服务效果的关键，那么在专业自主性不足的情

况下，国家能否通过领导权建构促使专业人员实现

国家所期待的服务效果？

二、文献回顾与概念框架

(一)“又红又专”的要求与专业性缺失的现实

1.“又红又专”：国家对专业人员的要求

自 1957年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的论述以来，

既要懂政治又要懂技术就成为历届中央领导层对专

业人员的要求(李尹蒂，2020)。2016年 4月，习近平

致信祝贺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时再次肯定了“又红

又专”的培养特色，引导专业人员致力于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成为新时代领导层对“又红又

专”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杨欣、肖育苗，2019)。
具体来看，“又红又专”主要涉及若干核心议题：

一是“专”的内涵问题，“又红又专”的目的是更好地

发挥专业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的自主性(林盼，2015)。
改革开放之后，“又红又专”更倾向于对专业自主性

的支持。邓小平认为，只要专业人士的自主性是为

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那么这“专”也巩固了“红”(肖
爱民、李桂花，2012)。因此，“又红又专”的实质是国

家与专业人员关于拥有多少专业自主性以及在什么

范围内拥有专业自主性的协商。二是顺序问题，“又

红又专”强调必须先“红”后“专”，先“专”后“红”是错

误的“白专”道路(陈元峰，2013)。这意味着专业人员

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其专业知识才是对党、对人

民有益的。三是整合问题，即执政者对专业人员价

值理念的整体建构和专业人员的个体融入是统一的

(舒喜乐，2018)。首先，专业人员必须在整体上坚定

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立场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

界观，这是专业人员为谁所用的问题。其次，每个专

业人员都必须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认识到

自身工作的伟大意义，即使面临困难也要坚持发光

发热(牛卫中，1958)。四是效果问题，即国家如何更

好地推动专业人员为人民服务。简言之，要探讨“又

红又专”，就必须既考虑国家对专业人员的建构，也

要考虑专业人员本身的参与，还要考虑这种建构所

带来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或服务效果。

2.政治引领下的专业性不足：社会工作者的实

际状态

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已历多年，专业教育

重建也已经超过30年，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也有15年。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社会工作

机构还是社会工作者，在推动“红”的层面上都付出

了巨大努力。在政治方向上，学界普遍认为，彻底改

造源于西方的价值观是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进程的

必然步骤(卫小将，2014)。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被置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

领之下(黄胜伟，2016)。在实践中，党群工作、党建工

作与社会工作逐步融合发展。然而，在“专”的层面，

社会工作者却长期广受质疑，社会工作不可替代的专

业地位未能彰显。尽管在政府的持续推动下，社会工

作者尝试向民众提供专业服务，但事实上更多扮演了

基层官僚的行政助理角色，缺乏建立专业威望的能力

(郭伟和，2016)。同时，社会工作主动嵌入体制的发

展策略(王思斌，2011)，使得社工被吸附在基层权力

体系之中，产生了服务行政化的问题(朱健刚、陈安

娜，2013)。由此可见，与“又红又专”的期待相比，专

业性缺失是当前社会工作者不可回避的现状。

(二)自主性：国家与专业人员关系的核心议题

1.专业自主性与服务效果

专业性包括道德、政治和技术判断、公民责任和

服务于公共价值的承诺，专业人士应该自主采取社

会干预行动，提供专业服务(Alford et al.，2011)。专业

性需要专业人士掌握界定某一领域问题、性质的权

力以及对潜在解决办法的控制权，这是专业自主性

的核心(Evetts，2003；Freidson，1986)。自主性可以确

保专业人员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将更多的精

力集中于服务导向、服务效果或专业发展上(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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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1995；Evetts，2013)。当专业人员要对国家权力

负责而不是对服务对象负责时，服务质量就会受到

损害，因此，对服务对象而言，具有足够自主性的专

业人员更可靠、更可信(Brint，2006)。由此可见，理想

的发展路径是，这一专业要不断追求其自主性，以期

带来更好的服务效果，并以此扩展专业空间。

就社会工作而言，自主性是获取专业性的关

键。正是因为缺少自主性——既缺少批判性思考中

的自决权威，也缺乏对专门知识的合法控制(Morris，
2008)，使得社会工作既无法与政治或经济力量协调

与博弈，更无法获得内部权力，建立道德和价值凝聚

力，从而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特定目标(Weiss-Gal
& Welbourne，2008)。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在专业化

过程中正尝试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以获取更大

的自主性(彭华民，2017)。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可能会遵循上述路径。

2.专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过度的专业垄断剥夺了服

务对象的权力和利益，引发了服务使用者和消费者

主导的新社会运动，专业人员被质疑未能有效回应

人们的需求与权利(Dominelli，1996)。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治人物和福利国家的管理者借此势头，通

过新公共管理运动来干预专业发展 (Dominelli，
1996)，进而试图让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等专业脱

离致力于公共利益的使命，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和政

治目的(Kirkpatrick et al.，2005；Brennan，2009)。首先

是工作过程和管理主义的绩效导向限制了专业人员

的工作开展。例如，在医疗领域，医生无权决定实践

中哪些方面是重要的(Kirkpatrick et al.，2005)；在教

育领域，国家逐步掌握了教师的工作过程与专业自

主性(Brennan，2009)；在社会服务领域，国家设定了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身份(Lymbery，1998)。其次是

国家对专业人员的价值追求乃至专业使命的干预。

管理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促成了公共服务

转型(Clarke & Newman，1997)。国家通过项目资助

对专业进行渗透，那些在国家看来更“实用”的专业

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Hashem，2007)。
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专业自主性的干预离不开

两个层面：一是在技术层面，干预专业人员的具体工

作实践；二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塑造专业人员

的使命或社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

家对专业人员的政治引领和塑造尤其突出。例如，

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本身就是作为“政治创造”而存

在的(Rosenthal & Greiner，1982)，可以视为“以红领

专”的典型。他们的长期存在表明，政治引领可以激

发“半专业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精力投入，产生较好

的服务效果。

(三)概念框架：价值理念大众化与领导权建构

本文试图整合价值理念大众化和领导权两个概

念以理解国家和专业人员的关系。基于价值理念大

众化的概念，我们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

如何与国家互动。德伯(Derber，1983)认为，人们无

法控制自己的工作过程，这是“技术的大众化”，而无

法定义自己的工作意义或专业活动的社会目标的状

态，则被视作“价值理念的大众化”。经历价值理念

大众化的专业人员将自主性缩小到技术问题的范围

内，同时放弃意识形态自主性以赢得国家认可，换取

技术自主性。通过这一过程，国家一方面将可能危

及执政合法性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从专业人员的自主

性范围中清除，另一方面则可以运用专业人员的技

术自主性达到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目的。对社会工作

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致力于助人的同时与国家

的宏伟蓝图相向而行。但德伯的论述没有考虑到专

业人员的意识形态自主性和技术自主性同步失去的

情况。他的预设是，专业人员经历价值理念大众化

以后会保持一定的技术自主性。这些技术自主性可

能源于专业人员在大学里被传授的排他性的技术性

知识，也可能源于职业资格制度所建立的准入门槛，

这使得专业人员面对国家干预时拥有一定的技术话

语权。因此，在专业教育或职业资格证书上的差异，

可能会构成专业人员在技术自主性方面的差异。尽

管如此，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资格考试，国家的

干预都始终在场。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国家采取

的“教育先行”策略和组织的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

试都明显改变了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自主性(郑广怀，

2020；曾守锤，2020)。综上，德伯提出专业人员以价

值理念大众化为代价来获得技术自主性的论点有待

实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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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葛兰西(Gramsci，1971)的领导权概念，我们

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与专业人员之间的互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强国家与弱专业”的关

系得以定型(Yee，2009)。在这一背景下，价值理念大

众化的过程不仅是专业人员对国家的适应，而且是

国家对专业人员主动的领导权建构。葛兰西的领导

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过程的理论透镜。首

先，领导权不是强制，它是主导意识形态逐步获得民

众同意的过程(Gramsci，1971)。因此，国家对专业人

员的领导权建构不是对那些不“同意”的专业人员施

加强制控制，而是对他们进行智识和道德改造(Fem⁃
ia，1981)。例如，对社会工作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

要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并将其作为专业

的价值内核和行动指南。其次，领导权建构是内化

和外化统一的过程，它一方面促使人们基于主导意

识形态进行自我治理和自我构造，另一方面要通过

专业服务在社会中推广主导意识形态 (Fontana，
2005)。对专业人员而言，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国家

的领导权建构最终要落实在执政合法性的提升上，

而手段则是使用专业人员提供令民众满意的服务

(Michelson，2012)。因此，国家对专业人员的领导权

建构，不仅要起到内化主导意识形态作用，还要具有

指导专业人员开展具体工作的功能。这涉及对专业

人员服务过程及行为方式的塑造，深入专业人才的

培养和职业准入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就此而言，社

会工作者作为党和政府向民众推广主导意识形态的

传播人员，他们只有打通民生政策的“最后一米”，才

能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张和清、廖其能，2020)，从而强

化党的执政合法性。最后，领导权建构可以区分为

集体意志和人格特质两个层面，要使人们认识到个

体是作为集体的组成部分，才能够发挥历史创造者

的作用(Tosel，2017)。这意味着国家既要对作为集体

的专业人员的社会价值进行建构，还要对作为个体

的专业人员的认知和行为进行塑造，从而教育并运

用他们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服务效果。对社会工作者

而言，国家既要对专业整体的社会价值进行建构，明

确其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也

要对其个体的工作意义进行建构，教导他们将自身

工作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

进而激发工作热忱。简言之，要考察国家对专业人

员领导权的建构，既要关注专业人员对主导意识形

态的内化，也要关注他们的外化所产生的服务效果；

既要考虑国家对专业人员整体的定位，也要考虑对

专业人员个体的塑造。

本文试图整合价值理念大众化和领导权两个概

念建立分析框架(参见图1)。基于价值理念大众化的

概念，我们看到的是专业人员对国家的适应，为了加

快专业化进程，专业人员可能不惜放弃意识形态自

主性，但是否赢得技术自主性尚待检验。基于葛兰

西的领导权概念，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对专业人员的

引领与塑造，国家倾向于运用专业人员的服务来促

进民众对统治的“同意”。但是，国家能否通过政治

引领干预专业自主性、进而达到其所期待的服务效

果，同样有待检验。

为解答上述困惑，本文将国家对专业人员的领

导权建构概括为两个阶段。首先，国家在两个层面

进行领导权建构——对专业人员整体社会价值的建

构和对专业人员个体工作意义的建构。一方面，国

图1 专业自主性与领导权建构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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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整体上对专业人员的社会价值进行建构，使之

高度遵循主导意识形态要求，推动专业整体服务于

国家意志。国家的建构主要表现为对专业的价值内

核、社会作用的重新建构，推动专业价值理念的本土

化(卫小将，2014)。需要指出的是，与医学和工程等

专业依赖于科学判断不同，社会工作作为价值负载

(value-laden)的专业，其专业价值既是专业活动的指

南，也是判断专业活动对错的依据 (Barnard et al.，
2008)。因此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权建构不仅关

乎社会工作的价值立场，也必然会在具体专业活动

中得到充分展现。政治引领不是空洞的口号或说

教，而是专业活动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国家对专

业人员个体工作意义进行建构，可以激发专业人员

的工作动机和意义，使之即使面对重重困难也会努

力工作(牛卫中，1958)。其次，专业人员基于被领导

权建构的自主性开展服务，实现国家所期待的服务

效果。例如，如果强调社会工作者代表党和政府向

困难群众提供兜底服务，那么他们就必须在持续扎

根基层、及时回应需求中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本

文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模型建构，并提

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四)模型建构：领导权、专业自主性和服务效果

1.专业的社会价值与服务效果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体现了专业的意识形态自

主性，反映了社会工作者的理想追求。然而，社会工

作这种意识形态自主性与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情

境并不契合(Pearson & Phillips，1994)，国家需要对社

会工作专业进行价值理念的重新塑造。国家建设社

会工作专业的目的在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政部，2011，2012)。近年来，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正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

主流价值，此种价值理念被本土学者认为超越了西

方社会工作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赵一红，2019)。由此

可见，重构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专业价值

必须与本土的、主导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是国

家对专业进行领导权建构的重要方面。在这种专业

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许多人选择投身社会工作专业，

并在社会治理、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国家重大战略

的实现中取得了突出成果(向羽等，2020；向德平、张

坤，2021)。由此，我们可以假设，社会工作者会在国

家建构的专业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努力工作，从而取

得相应的服务效果。

假设1：国家对专业价值理念的建构与社会工作

者的服务效果呈现直接正相关。

2.专业人员的工作意义与服务效果

工作意义是一种内在的积极感觉和心理动机，

它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并有效完成工作(Arnold，et al.，
2007)。国家可以通过展现工作意义，制造出有尊

严、有地位的工作者形象来进行意识形态引导(Al⁃
vesson & Karreman，2004)。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公

众认可度较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现象普遍，社

会工作未被视为一个“值得”的专业 (Mo & Lai，
2018)。对此，国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建构社会工

作者的工作意义。如盖瑞特(Garrett，2020)所言，国

家试图以自我实现的积极话语鼓励社会工作者，诸

如“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等已

成为各级政府激励社会工作者的惯常而有效的表

述。不仅如此，主流话语还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中

遭遇的问题视为专业内部争论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

过渡性问题，并始终强调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意义

(文军、吕洁琼，2018)。尽管社会工作者在克服专业

困境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身心成本，但他们仍然

奋力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改善服务对象

的处境上取得了突出成效(童敏，2019)。由此，我们

提出假设2。
假设2：国家对工作意义的建构与社会工作者的

服务效果呈现直接正相关。

3.专业自主性的桥梁作用

基于前述概念框架，国家要取得服务效果，需要

依赖专业人员运用其自主性对各种不同服务对象的

需求做出专业判断并提供专业服务。例如，尽管国

家可以通过管理主义的手段迫使医生权衡预算和绩

效，但国家难以真正干预医生诊疗的具体过程(Con⁃
rad，1992)。由于服务对象的处境过于复杂，也并非

总有现成的程序可供参考，因此需要一定的技术自

主性来保证一线人员能够提供适当的服务(Lipsky，
1980)。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而言，嵌入性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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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专业自主性相当有限(朱健刚、陈安娜，2013)，社
会工作实务已经呈现为工具性、技术性的专业主义，

这使得社会工作者逐步丧失专业理想信念，局限在

完成指标和做表面文章上(徐盈艳，2019)。在此情形

下，国家对专业领导权的建构可能有助于引领社会

工作者重拾价值理念，进而更好地发挥专业自主性

来提升服务效果。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对专业价值理念的建构和对工作意义的

建构与服务效果之间存在间接关系，技术自主性在

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4.模型边界：专业教育和职业资格

如前所述，一方面，专业教育和职业资格是国家

对专业人员进行领导权建构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

由于接受的专业教育和拥有的职业资格具有差异，

专业人员的自主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专业教育和

职业资格可能会影响国家领导权建构与专业自主性

及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首先，对国家来说，职业资

格认证是控制专业人员并推动他们互相监督的手段

(Engebretsen et al.，2012)。对中国社会工作而言，国

家寄希望于通过职业水平考试将现有社区工作者和

福利工作者转变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曾守锤，2020)，
尽管他们非常熟悉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掌握

多少专业方法与技能，他们在国家领导权建构下开

展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与接受过专业教育的群体

存在差异。其次，专业教育是推动专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专业自主性需要通过专业教育来维持和发展，

专业教育培养了专业人员对本专业价值理念的认

同，促使他们更好地工作(Freidson，1986)。对中国社

会工作而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政治引领的教育，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导的意识形态(郑广怀，2020)。
综上，我们提出假设4。

假设4：职业资格和专业教育可以对研究模型起

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研究选择农村社会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是因

为该群体与本文的概念框架及研究模型更为贴近。

首先，农村社会工作者被党和国家赋予了重大的社

会价值并具有突出的工作意义。2019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社会工

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新的发展方向(陈涛

等，2020)。其次，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不强，专

业自主性可能受到基层政府的直接干预。农村社会

工作起步较晚，实践者经验不足，且受过专业教育的

不多，专业自信不足(王傅、吴亚榕，2019)。同时，农

村社会工作者一般由乡镇政府聘用和管理(向羽等，

2020)，其专业自主性容易受到基层干部的干预。他

们与过去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具有类似特征，都是

国家基于主导的意识形态要求和现实需要确立的半

专业人员(Rosenthal & Greiner，1982)。再次，农村社

会工作者在兜底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党

和国家的高度认可。例如，广东农村社会工作者在

“双百计划”的引导下，面向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服务(向羽等，2020)。
为了印证研究模型，我们使用了2019年“中国社

会工作动态调查”(China Social Work Longitudinal
Study，CSWLS)的数据。该调查重点关注中国社会工

作的发展趋势，是国内首个大规模、连续抽样调查的

社会工作数据库。CSWLS在 56个城市采用多阶段

随机抽样的方法，经四轮质量控制，整体数据质量良

好(Yuan et al.，2021)，最终进入 CSWLS 2019年数据

库的有979个社工机构和5965名社会工作者。根据

研究目的，我们选择754名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社会工

作者作为样本，其中，女性占 79.3%(N=598)，平均年

龄为31岁。

(二)测量

1.变量测量

第一，服务效果通过CSWLS编制的量表进行测

量，该量表旨在测量农村社会工作者自我评估其服

务是否可以真正解决服务对象的当前问题或改善现

状。具体测量项目包括“我帮助服务对象改变他们

的境遇，提升其生活质量”“我帮助服务对象解决个

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等一些问题”和“我帮助服务对

象解决 1-2个能改善他们生活的关键问题”等。量

表的α系数为 0.809。第二，我们根据工作内容问卷

中有关决策权的三项子量表对专业自主性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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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sek et al.，1998)，以衡量农村社工的工作自主

性。该量表包括三个项目：“我对是否开展某项工作

有自主决定权”“我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开展我的工

作”和“在讨论工作时，我的意见有影响力”。量表的

α系数为 0.743。第三，我们根据党和国家对社会工

作专业价值的定位来测量国家领导权对专业社会价

值的建构，这是指社会工作者对他们作为专业人员

的社会价值的评价。该量表共采用七个项目进行测

量，具体包括“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和谐”“改变

服务对象的生活境遇”等。量表的α系数为 0.910。
第四，本研究采用四项目量表来衡量国家领导权对

专业人员工作意义的建构(Arnold et al.，2007)。具体

包括“我在工作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我的工作不

同寻常”“我比一般人更热爱我的工作”和“大多数时

候我对工作充满热情”。量表的α系数为 0.826。以

上测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1表示“强烈不同

意”，5表示“非常同意”)。
2.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研究模型中的两个关键变量的测量是新开

发的，因此我们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确定它们是

不是多维度的。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和主轴因

子分析法(PAF)识别结构，我们确定了四个因子：专

业的社会价值、个体的工作意义、专业自主性和服务

效果。所有项目的因子载荷都高于0.4，项目全部被

保留。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存在四个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占方差的66.33%)。

3.调节和控制变量

我们选择职业资格和专业教育来检验研究模型

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农村社工是否持有社会工作职

业资格证书(0=不持有，1=持有)来衡量职业资格。持

有职业资格证的人数为43.8%(N=330)。我们通过农

村社工是否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来衡量专业性。

没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的共有522人(占69.2%)。此

外，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工作环境(0=在其他

地方工作，1=在服务地点工作)和社会工作经验(以工

作年限衡量)等变量在研究中得到控制。

四、结果

(一)研究模型中四个变量的验证

由于因子间可能存在潜在的重叠，我们首先使

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验证专业的社会价值、个

人工作意义、专业自主性和服务效果四个不同的构

念(construct)。使用最大似然估计和随机创建的项目

构成的验证性因子分析(Floyd & Widaman，1995)表
明存在四个不同因子。四因子模型的关键拟合指标

如 下 ：X2/df=509.262/129=3.948，CFI=0.943，TLI=
0.932，RMSEA=0.063。我们将四因子模型的拟合度

和两个替代模型的拟合度进行了比较：一个替代模

型是二因子模型，其中测量专业的社会价值、个人工

作意义以及专业自主性的项目加载到同一因子上；

另一个替代模型是三因子模型，其中测量专业的社

会价值和个人工作意义的项目加载到相同因子上。

在每种情况下，四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都比其他

模型好得多。之后，我们再次使用项目间方差—协

方差矩阵执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四因子模型很

好地拟合了数据，指标如下：X2/df=3.948，CFI=0.943，
RMSEA=0.063，SRMR=0.0385。另外，复合可靠性

(CR)表明四个变量的可靠性良好(＞0.75)。所有变量

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和最大共享方差(MSV)均良

好，这表明在专业的社会价值、个人工作意义、专业

自主性和服务效果四个变量中不存在区分和收敛效

度的问题。

(二)通过结构方程验证研究模型

我们首先测试了初始模型，在未将专业自主性

作为中介变量的条件下，探索个人工作意义和专业

的社会价值对服务效果的影响，但对职业资格、专业

教育、性别、年龄、工作场所和工作经验进行了变量

控制。初始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X2/df=4.143，GFI=
0.922；CFI=0.932；RFI rho l=0.913；RMSEA=0.065；
SRMR=0.0342)。结果表明，首先，个人工作意义和专

业社会价值与服务效果显著正相关(β=0.45***和β=
0.26***)，因此，假设 1和假设 2得到验证。其次，我

们构建了基于研究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以研究个

体的工作意义和专业的社会价值如何通过专业自主

性影响服务效果。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很好(X2/df=
3.712，GFI=0.916；CFI=0.927；RFI rho l=0.916；RM⁃
SEA=0.060)。个人工作意义和专业的社会价值与其

服务效果显著正相关(β=0.39***和β=0.21***)。专

业自主性与服务效果显著正相关(β=0.1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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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工作意义和专业的社会价值与服务效果之间

的关系强度减弱，这表明可能存在中介作用。个人

的工作意义、专业的社会价值和专业自主性解释了

33%的服务效果差异。

由于个人的工作意义和专业的社会价值对服务

效果的直接影响在整合模型中减弱，因此我们使用

自举检验测试潜在的中介效果。我们使用推荐的

95% CI(偏差校正百分位法)和2000个引导程序样本

(Hayes & Preacher，2010)。结果表明，专业自主性只

起到很小的中介作用，部分缓冲了个人的工作意义和

专业的社会价值对服务效果的影响。其间接影响统

计显著(分别为 0.026，P＜0.01；0.021，P＜0.01)，而直

接影响仍然强且统计显著(分别为 0.385，P＜0.001；
0.205，P＜0.001)。因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支持。

(三)调节效应

我们添加职业资格和专业教育作为调节变量，

以测试结构方程模型的边界，并使用Amos 24进行多

组分析 (Arbuckle，2006)以检验潜在调节作用的存

在。首先，我们在研究模型中测试了职业资格。模

型拟合良好(X2/df=2.874，GFI=0.927；CFI=0.948；RFI
rho 1=0.908；RMSEA=0.035)。结果显示，职业资格证

书在个人工作意义和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

作用，其Z-score为1.984(P＜0.01)。与没有资格证书

的人相比，获得证书者的个人工作意义和服务效果

之间的正相关几乎是未获得职业证书者的两倍(β=
0.442，P＜0.001)。但是，当我们再次在研究模型中

测试专业教育时，发现其对模型内部的任何关系均

未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

五、讨论与结论

(一)从“又红又专”到“以红领专”

本研究表明，专业人员的服务效果更多受到国

家领导权建构的专业社会价值和个人工作意义的直

接影响，技术自主性发挥的中介作用非常有限。这

意味着专业人员被价值理念大众化之后，可能并没

有获得技术自主性。德伯(Derber，1983)所预设的技

术自主性与意识形态自主性的交换之所以未发生，

可能源于德伯理论背后的两个潜在假设。

首先是技术占有假设。该假设认为，专业人员

在被价值理念大众化之前，基于知识和技能的垄断

使其已经具备较强的技术自主性。与医生、律师等

专业人员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专有地位不同，中国社

会工作者作为新兴的专业人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

还是社会层面，其拥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都十分有

限(陈文华等，2020)。同时，与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

员试图利用专业知识来维持自身与服务对象之间的

权力关系不同，社会工作者一直试图将自己的专业

知识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分享(Bennett & Ho⁃
kenstad，1972)。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专业一方

面很容易被中国强大的行政体系所吸纳 (Howell，
2015)，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其他专业(如医学、心理学)
侵蚀专业边界。因此，当社会工作专业被纳入主导

意识形态后，社会工作者对专业活动的话语权和定

义权会随之减弱。

其次是同质建构假设。德伯的理论并没有区分

国家对不同专业的不同态度，无论是与自然科学相

关的专业，还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国家都对

其进行同质化的价值理念大众化。但是，“又红又

专”对此是有明确区分的。对于人文社科类的专业

人员，党和国家的态度是在批判中促进他们的思想

进步，与他们的“不怀好意”展开坚决的意识形态斗

争(陈元峰，2013：21)。而对于自然科学类专业人员

的基本态度是对他们不做过高政治要求，只要他们

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服务即可(李尹蒂，

2020)。由此可见，国家对专业人员的领导权建构是

因专业而异的。对于自然科学，其固有价值立场与

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存在明显冲突，“又红又专”

成为国家的既定方针。而对于人文或社会科学而

言，源自西方的专业价值可能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

根本冲突，于是“以红领专”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

反思德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中西

方在专业自主性理解上的差异。在英美话语体系

中，专业应当成为管理市民社会的理想组织形式，因

为专业人员是促进重要的公共价值、为他人行事的

能动主体(Alford et al.，2011)。因此，专业既需要在意

识形态上保持独立，也要在知识技术上保证自主。

而“红专”论述中的“专”更多强调的是在“红”统领下

的技术自主性。对社会工作这样的社会专业而言，

国家领导权建构的影响是深远的。按照韦克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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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field，1988)的观点，专业的核心是其组织价值

(organizing value)，即每个专业都倾向于推动并实现

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以提升人类福祉，以专业理论、

知识或技能来定义专业是片面的。以此看来，支撑

专业的核心可能并非专业知识，而是其独特的价值

理念。社会工作者作为价值引领的道德实践者和政

治实践者，本质上不是凭借技术性知识或能力，而是

道德和政治倾向，涉及对服务对象福祉的根本判断

(Chu et al.，2009)。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其理论旨趣和实践活动。因此，国家领导权

建构对社会工作者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价值理念和工

作意义的变化，而且还会深刻影响他们选择何种理

论指导服务，以及如何看待及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和权利等一系列的专业自主性议题。由此可见，国

家对社会工作的政治引领奠定了社会工作发展的根

本方向，也决定了社会工作本土化首先是价值理念

的本土化(郑广怀、张若珊，2020)。本研究建构的模

型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的存在。

如前所述，专业教育和职业资格是国家和专业

人员争夺专业自主性的场域。从职业资格的调节效

应来看，职业资格证书强化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意

义和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强化专业自主性

与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这说明，职业资格考试并

不能促进专业自主性与服务效果之间的关系，却可

以促进国家的领导权建构(具体表现为对个人工作

意义的塑造)与服务效果的关系。简言之，职业资格

考试提高的可能不是“专”对于服务对象的作用，而

是“红”对于服务群众的作用。这正如陶藩瀛(2012)
所指出的，社会工作证照化的过程处处渗透着国家

权力。同时，尽管专业教育是专业自主性得以维持

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它并没有

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这与中国社会工作的“教育

降维”有关，专业教育从社会关注降维到方法与技术

关注，强调实践与具体技术，缺少价值反思和批判性

思考(郑广怀，2020)。或许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国家

领导权建构的持续深入，随着政治引领的细密化，无

论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资格考试都会在主导的意识

形态统合社会工作专业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

作用。因此，中国社会工作要真正实现专业化，需要

思考在“以红领专”的既定战略下，如何促进专业性

与政治性的良性互动。

(二)以红领专：迈向教导型领导权？

本研究显示，专业自主性的缺乏与国家通过专

业人员来实现其期待的服务效果并不矛盾。服务效

果更多的是国家领导权建构的结果。在专业性不足

的情况下，“红”对专业价值和工作意义的激发对服

务效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依据葛兰西的领导权理

论，我们将这一过程理解为国家与专业人员之间“去

控制的控制”关系，它是教导型领导权(pedagogical
hegemony)的具体体现。

从“控制”层面看，国家需要通过对专业价值理

念的建构从整体上强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确保专业人员不会基于专业技术或专业的价值理念

挑战主导的意识形态，最终确保国家对专业自主性

的掌控。这种掌控还体现在国家主导制定的职业资

格标准和专业教育内容中，即国家实际上规定了专

业人员的活动范围。例如，他们可以参与或禁止进

入的服务领域、应当使用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

“去控制”的层面来看，国家仍然需要作为个体的专

业人员发挥主动性为民众提供服务。国家并非要完

全消灭专业人员的自主性，而是要按照“又红又专”

对“红”的要求，通过对个人工作意义的建构来调动

个人的内在力量，以发挥自主性。本研究还表明，个

人工作意义与服务效果的相关系数接近专业的社会

价值与服务效果之间相关系数的两倍。这说明，国

家在进行领导权建构时，工作意义的构建比专业价

值的塑造更具事半功倍的效果。

“去控制的控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达到了控

制并运用专业人员的目的，它既保证了“红”，也避免

了专业性不足可能带来的服务效果不彰的问题。它

将国家的领导权建构融于专业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日

常行为之中。换言之，国家像一个“导师”，制度性地

划定了作为“学生”的专业人员的思考和行动边界。

同时，“导师”又不断地让学生认识到继往开来的光

荣使命，在前述“边界”内发挥自主性，努力在导师指

引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去控制的控

制”的领导权是教导型的。

教导型领导权是一种召唤(interpellation)，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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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号召和专业人员回应两个部分。国家对专业人

员的典型假定是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掌握为人民服务本领的人员。例如，社会工作

者近年来被建构成助力社会治理、落实兜底民生保

障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专业人才。作为回应，专

业人员将这种建构内化，按其被建构的形象行事。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典型假定也影响到服务对象

的预期，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员不仅要满足国家的

号召，也要满足服务对象的期待，这进一步激发了专

业人员对于服务对象的责任，强化了专业人员遵从

典型假定的可能。例如，当“有困难找社工”成为大

众的认知时，社会工作者即使很明确地知道服务对

象的某些需求无法通过专业服务来满足，也会竭尽

全力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所

需要的服务效果，也是服务对象的期待。当然，专业

人员也可能质疑国家对其使命的“命名”。因此，在

国家需要之外，教导型领导权还需要一种调整专业

人员回应的机制，这就涉及教导型领导权的另一层

面——规范控制。

基于昆达(Kunda，2006)的讨论，国家对专业人员

的规范控制指的是国家通过指导专业人员的思想、

感觉和经验来引导他们做出国家希望他们做出的努

力。专业人员之所以积极努力回应国家的号召，并

不是因为他们受到强迫，也不是纯粹出于经济回报

或者担心受到惩罚，而是出于对国家确定的宏伟蓝

图的强烈认同以及工作所带来的内在满足感。这通

过仪式的广泛使用、对专业群体提高评价和面对面

指导来实现。就社会工作而言，国家通过举办各种

仪式性活动(如社工宣传周、社工人物评选以及在重

要文件中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屡次提及)，通过提高评

价社会工作在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通过基层干

部对专业社工的当面指导来具体塑造社工的角色和

功能。这既包括行为规则，也包括明确的实践指南，

还包括如何对经验做出评价。在规范控制之下，教

导型领导权如同编剧一样建构了包罗万象的专业人

员发挥作用的脚本。领导权对现实的分析和定义以

“入脑入心”的方式，成为专业人员无可置疑的自我

定义、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

教导型领导权的提出拓展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

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思路。既往研究多基于专业性

与合法性的张力来探讨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主张

通过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来落实国家的大政方

针，从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时也对专业性不足

可能带来的合法性损害抱有疑虑(王思斌，2011；郭
丽强、郭伟和，2019)。但是，本研究指出，即使在专

业性不足的状态下，党和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政治引

领来保证专业的服务效果，从而提升执政合法性。

如果说“又红又专”意味着专业性与主导的意识形态

的高度统一，“以红领专”则具体阐明了主导的意识

形态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引领塑造专业的发展路

径和服务效果的具体机制。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

“红”“专”议题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

握当前国家与专业人员之间的互动。

(三)总结与不足

本文整合德伯的价值理念大众化概念和葛兰西

的领导权概念来分析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对

社会工作者而言，价值理念的大众化并未换来技术

自主性。这修正了德伯的价值理念大众化概念。本

文清楚地表明，即使专业人员缺乏专业自主性，国家

仍能运用教导型领导权促使专业人员有效开展服

务。“以红领专”可能逐步定型为国家塑造专业人员

的新战略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服务

效果的测量来自社工的自我评估，未能运用客观指标

或多主体评价来测量。尽管如此，由专业人员来评价

服务效果仍然是可行的，因为服务效果本身就是一

种专业判断，也是专业自主性的组成部分。其次，由

于本文数据来源单一，未将社会工作专业与其他新

兴社会专业进行比较，也未能比较不同国家社会工作

专业被国家领导权建构的差异。最后，领导权建构是

长期复杂的过程，不是本文的定量模型能够简化分析

的，因而还有待后续定性研究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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